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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筹革命之方”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入及论争

鲁法芹

摘　要：１９０７年６月，《天义》《新世纪》先后创刊。“天义派”和 “新世纪派”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旗手，其
理论旨趣在于批判中国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批判资本主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相较于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具备 “科学学理”基础的。其立论基础在进化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

基础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更为鼓吹者所服膺。但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却被 “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
“中国向何处去”领导权话语所遮蔽。由是，关于无政府主义是否契合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论争背后的实
质性问题，即将生物界的科学理论机械照搬到人类社会发展上这一研究方法的错用，并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因
此这次论争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分崩离析。而这一理论难题只有在唯物史观大面积传入中国
并被自觉加以运用之后，才得以解决。

关键词：天义派；新世纪派；无政府共产主义

１９０６年底到１９０７年８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先后在巴黎和东京成

立了 “世界社” “亚洲和亲会”和 “社会主义讲习会”三个组织并出版了 《新世纪》 《天义》

两份机关报，这标志着中国同盟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已名存实亡①。但这决非一种简单

的巧合现象。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视角看，当章太炎于１９０６年７月第三次抵达日本

并接掌 《民报》之时②，《民报》与 《新民丛报》之间围绕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已趋于尾声，且

梁启超业已发出了求和的声音③，同时梁氏此时辩论的焦点集中到了社会主义问题上。从这个

意义上讲，“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问题就是 “如何进行革命”以及 “建构什

么样的共和国”。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这

是章太炎、“天义派”和 “新世纪派”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深层次原因。因

此，这次论争表面上是在探究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实则在追问二者的学理基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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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不过这些深层次问题被 “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 “中国向何处去”领导权话语所遮蔽
罢了①。

一、“别筹革命之方”的提出

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５日，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章太炎作了关于 “用宗教发起信心，

增进国民的道德”和 “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是革命党人 “近日办事的方法”

的主旨演讲。章氏指出，中国的 “国粹”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典章制度中蕴涵有丰富的 “社
会主义精神”，即便 “刑名法律”和 “科场选举”这两件 “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
义的性质”，遑论早已被民生主义者充分引证的三代井田制度和魏晋至唐的均田制度。对于这
些，章氏告诫革命党人 “必定应该顶礼膜拜”②。因此完全可以说，该次演讲透露出了章氏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均富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综合体③。只不过此时的平等话语，章
氏采取的表达方式是借佛教法相宗的几部经典这个 “新瓶”来装卢梭天赋人权平等思想的那
壶 “老酒”④。事实是，将平等主义注入社会主义的肌体，为章氏从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预埋
了伏笔。巧合的是，９月１日清政府颁诏预备立宪，为章氏思考政治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为驳斥康梁新党而写作的 《箴党新论》，特别是章氏主编的 《民报》临时增刊 《天讨》所刊载
的 《论立宪党》一文，或许是开创革命党人明确批判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先河的一篇
重要文献。《论立宪党》一文指出，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只是 “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

中国若 “地权不平均，阶级不消灭，日后被选举的，一定是财主、地棍、土豪”⑤。这倒为章
氏稍前排斥 “督抚革命”而主张 “平民革命”提供了事实、经验和学理上的有力支撑⑥。

在梁启超停笔论战之际，光复会另一主力人员刘师培携其妻何震、姻弟汪公权并苏曼殊
一起，应章太炎之邀于１９０７年２月抵达日本东京⑦，而此时日本社会党内部正围绕 “采取直
接的革命行动还是走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而发生着激烈的论战。此次论战在
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意义，就是在 “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之后，人们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
开始认识到合法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局限性的结果”⑧。众所周知，该次论战的结局则是幸德秋
水领导的 “硬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完全胜出，以至于幸德秋水及其思想完全支配了这一时期
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⑨。该派主张以直接行动、总同盟罢工为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正是在
这种背景下，初到日本的刘师培 “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说，皆驰骛焉。劬学，每至夜
分不辍，精气疲苶，又不暇察迩言”瑏瑠。在无法廓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本质区别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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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俄国革命之旨趣》之 “译者识”，载 《天义》第１６／１７／１８／１９四卷合刊，１９０８年３月。

参见太炎：《演说录》，载 《民报》第６号，１９０６年７月２５日。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１页。

参见朱维铮：《〈民报〉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载 《复旦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楚元王：《论立宪党》，载 《天讨》１９０７年４月２５日。

参见章太炎在 《民报》纪元节庆祝会上的演说，载民意 《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
辞》，载 《民报》第１０号，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万仕国编：《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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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６９页。



加之此前又曾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进行考察①，此时的刘师培等人
完全沉迷于 “新说”而不能自拔，自是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同年２月２５日，初次与孙中
山见面的刘师培却机缘于 “倒孙风潮”的导火索之中②。３月２６日，章太炎致信幸德秋水，表
达了 “敬聆雅教”的强烈愿望③，继而又与刘师培、张继、陶成章等人一起，成为这次 “倒孙
风潮”的主力。４月，响应幸德秋水在 《平民新闻》上发出的 “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
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该联合起来”的倡议④，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
亚洲和亲会。由章太炎手笔的 《亚洲和亲会约章》首次公开打出了 “反抗帝国主义”的旗
号⑤，同盟会 “民族主义”纲领被突破；６月１０日，作为女子复权会机关报的 《天义》出版，

同盟会 “三大纲领”被纳入其中⑥；８月３１日，社会主义讲习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开亮出了
无政府主义的底牌⑦，打出了进行 “无政府革命”的旗号，既而宣称 “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
主义之名，希望有政府者，决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仇敌，不为过矣”⑧，从而走上了
一条 “别筹革命之方”的新路。

巧合的是，深受欧洲正统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于１９０６年１２月
在巴黎达卢街２５号发起成立了世界社，并出版 《世界》画报。《世界》创刊号宣称：“吾辈笃
好进化之学理者，倾其心以欢爱于我黄种之同胞；吾愿吾之同胞，尔速来与吾辈握手。此即
世界大同之始基，而博爱平等之区域，确然而定也。”⑨ 换成毕修勺的话说，就是世界社的创
始者在主张 “联合同志，推翻异族的统治”的同时，提出了 “万人平等，世界一家”的革命
宗旨瑏瑠。换言之，“世界社”同人提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思想，从而达到 “反刺孙
文、黄兴”之目的瑏瑡。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世界社创刊 《新世纪》周刊作为机关刊物，并出版
《新世纪丛书》和 《新世纪杂刊》等，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声言： “本报纯以世界为主义。

同人之意以为，苟能发愿与世界之种种不平等者为抵抗，一切自包其中，不必支支节节”瑏瑢。

从而也走上了一条 “别筹革命之方”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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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曾指出：“许行之言与西人无政府党最近。而无政府党之起原，则起于近世社会主义。盖嫉贫富之
不均而思所以革其弊，与许行嫉滕君厉民以自养者同一目的。及法人布鲁东创之于前，俄人巴枯宁继之于后。”参
见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页。

参见万仕国编：《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９页。

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６９页。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４８页。
《亚洲和亲会约章》规定： “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参见

《陶成章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７页。
《天义》报 《简章》之 “宗旨及定名”条规定： “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

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曰 ‘天义报’”。载 《天义》第１号，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０日。

刘师培在演讲词中宣称：“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也。”转引自公权：
《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 《天义》第６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申叔：《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载 《天义》第１５卷，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５日。
［法］南逵：《序》，姚蕙译，载 《世界》第１期，１９０７年秋季。

毕修勺：《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载 《自由世界论文集 （新刊）》１９４６年１月。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遗稿），载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６集，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８页。
《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 《新世纪》第１号，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



二、“别筹革命之方”的内涵

通过上面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以 《天义》《新世纪》的创刊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党

人围绕 “中国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这样，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中国无政府主

义鼓吹者就首先受到了革命阵营中其他革命党人的指责。辨析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

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首先要阐释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考察、理解和把握他们 “别筹

革命之方”即鼓吹 “无政府革命”的一个有益途径。

（一）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深化了同盟会的民族革命纲领，赋予了其反抗帝国主义的内容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

首要历史任务，而推翻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反动专制统治的共和革命则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

强的唯一途径。为此，革命党人提出了 “排满／种族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含有简单的民族

复仇或大汉族主义的 “种族革命”倾向，尽管这并不完全符合孙中山的本意，且在孙中山看

来这一口号本身就是 “政治革命”的 “毕其功于一役”①。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简单排斥
“排满／种族革命”主张，但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革命的理论基础和道德合法性。

“天义派”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指出： “夫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

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故仅言民族问题，不若言民族特权问题。”从民族不平等的视角出

发，“吾人之对于满洲，惟当覆其君统，废其政府。君统既覆，则昔日满人之特权，其援君统

而起者，均当归于消灭”。故 “吾人之意，以为实行无政府革命，则满洲政府必先颠覆，满洲

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即排满之目的亦可达”。于是，“天义派”将 “排满／种族革

命”纳入到了 “无政府革命”之中，“安得谓无政府革命，有妨于种族革命乎”②。正是基于反
“民族特权”以求得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初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后，刘师培进一步指

出：“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为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其理由是，“满人所居

之地位”与 “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均处劳动地位也”“故欲实行经济界之平等，以

兴社会大革命，则抵抗旗人之法，与抵抗田主、资本家之法大约相同。若谓排满主义仅由种

界及政治而生，与经济问题无涉，此则大谬不然矣”③。用阶级斗争置换 “排满／种族革命”，

这是刘师培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但他没有进一步去探讨阶级产生的经

济根源以及经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简单的从追求绝对平等这一道德制高点上接受

了无政府主义。

“新世纪”派从 “革命犹重进化也”的视角指出，“言排满，不若言排皇”，“排皇不过政

治革命，犹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而 “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自

由、平等、博爱、大同。欲致此，必去强权无政府，必去国界去兵，此之谓社会革命”。由此

他们得出结论说：“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故曰：政治革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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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
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参见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
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２５页。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 《天义》第６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社会革命与排满》，载 《衡报》第３号，１９０８年５月１８日。



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① 在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一文中，他们又从进化的次第顺序上对

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由个人自私主义而进至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由种族革命与祖国主义

而进至社会主义，同为公理良心之进化，所异者先后、小大耳。是以凡真主张种族革命与祖

国主义者，皆可望其主张社会革命与大同主义，由进化公例而知之。”这里， “先后”是一个

典型的 “后胜于今”的时间进化观念，“大小”又等同于 “规模”：“故言种族革命，不若言社

会主义之政治革命也。然则吾人之昌言无种界无国界，亦非与种族革命及政治革命相背而驰

也，但规模较大耳，彼所谋者不过一国之幸福，若我辈之所谋者，则世界之幸福耳。”② 正是

基于这种进化观，“新世纪派”指责 “排满／种族革命”者所鼓吹的革命是 “旧世纪之革命”③，

进而又斥责说：“今主民族主义者，即排满也。夫排满，则私矣。”“私”则体现在三个方面：

“满人非尽恶也……而一网打尽，其私一”“汉人非尽良也……而置之不问，其私二”“不凭公

道真理，而惟各以非吾族类者互相仇，其私三”，因此 “民族主义者，复仇主义也；复仇主义

者，自私主义也”④。

巧合的是，“天义派”亦指出，“排满”与 “保满”二派 “揆以自利之心，两派一揆”，因

为 “彼倡保满，冀获权利于目前，此倡排满欲攫权利于异日”“排满亦出于私，与倡保满者相

同”，因而 “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⑤。刘师培进而又从学术之谬 （华夏之防、种

性之说）、心术之谬 （黯者具帝王思想、卑者冀为开国元勋）、政策之偏 （革命不外学生与会

党二端）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特别是从 “学术之谬”视角批判 “排满／种族革命”会

导致产生狭隘的 “民族帝国主义之说”的危险⑥。而关于 “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刘师培认

为是 “政府、资本家欲摄取异国之金钱，利其愚弱，制以威力，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

资本家之实有”⑦，从而揭示了其经济侵略的本质。在为译著 《排斥军国主义》加写的按语中，

“新世纪派”人士亦指出：“军国主义者，即殖民帝国主义之先导，而世界扰乱之大因也，以

其扰乱世界而排斥之，宜也。”⑧ 同样也发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从而拓展和深化了中国

同盟会民族主义革命纲领。

（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一面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以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为归宿，但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

弊端，希冀以 “五权分立”的方式来补救 “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资

产阶级选举制、议会制、共和制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章太炎设计了一种 “抑官吏，伸齐

民”和 “抑富强，振贫弱”的新政治制度，作为一种向无政府主义的过渡形式。

由于 “新世纪派”人士曾长期生活在西欧，可以近距离观察西方政治运作的实际情况，

从而对其弊端有着切身的实际感受。比如，褚民谊就对法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批评，认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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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真民 （李石曾）：《革命》，载 《新世纪丛书》（第一集），巴黎新世纪书报局１９０７年版。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载 《新世纪》第３号，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

真 （李石曾）：《续祖宗革命》，载 《新世纪》第２号，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９日。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 〈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 《新世纪》第６号，１９０７年

７月２７日。

志达：《保满与排满》，载 《天义》第３号，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参见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 《天义》第６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申叔：《亚洲现势论》，载 《天义》第１１／１２合册，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英］华伦西 （华莱士）：《排斥军国主义》，载 《新世纪》第３９号，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１日。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２５页。



国政府虽以 “王党”为基础，但又在 “贵族”和 “工党”之间骑墙，“左则委蛇贵族，右则附
和工党，其卒也，左不能安慰贵族之宿志，右不能满意工党之要求”，以至于 “贵族”党的
“麦第”出而 “击法总统”①，弄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吴稚晖则痛斥西方议会为 “少数各个
人，瓜分一个人之专制”，而 “此少数各个人，即所谓中流社会者是也”②，与广大劳苦群众无
涉，从而揭示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本质。以此为视角，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君主专
制政体比起来，只不过是 “少数执政者之于独夫，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所差甚微”。只要政府
尚存，“所谓民权者，不过表面上一好名词，其实在相去其真义远矣”。于是，自由平等博爱
也只是 “大书特书于公建筑”上的象征符号而已③。甚至斥责深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德国社会民
主党为 “假社会党”，指出：“社会党者，以大同为目的也，不先剪政府之爪牙，而使之徐倾，

则大同之愿，何日可偿？此假社会党之所宜改良也。”④

“天义派”则更是以诸如 《政府者万恶之源也》 《选举罪恶史》 《议会之弊》 《共和之病》
《地方选举之流弊》《选举之徇私》等显著标题，对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特别是党争及其贿选现
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刘师培说：“彼所谓政党者，以虚伪之演说，萦惑众听。一党得志，则
扩张党员之权力，以遏抑他党，安得谓之为国民全体谋幸福耶。”⑤ “咸以贿赂之多寡，定党势
之胜败。故总统之选举，内阁大臣之任用，均由贿赂之公行。议员亦然。”⑥ 即使能够实行普
选，其 “多数决”的弊端也在所难免：“故议院之制、民主之政，被以一言，即众者暴寡之制
也。以众暴寡，安得谓之平？”⑦ 更何况现实则是 “议政之权、选举之权，女子均鲜得干预”⑧。

更难能可贵的是， “天义派”认为，这种现象 “非仅于偶呈之事见之，实为代议制度固有之
弊”⑨，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属性。而作为 “天义派”临时盟员的章太炎瑏瑠，在
现实政治层面鉴于欧美等共和国 “爵位废而兼并行”的经验教训，设计了一个以 “抑官吏，

伸齐民”“抑富强，振贫弱”为宗旨的修正过渡方案。他说：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以后，“当置
四法以节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曰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曰限
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曰公散议员 （凡议员有贪污事，平民得解散之；议院本由民间
选举，自当还付民间解散……），使政党不敢纳贿”。他认为这四种制度实行后，虽能造成
“豪民庶几日微，而编户齐人得以平等”的状态，但 “是四制者，特初级苟偷之法，足以补苴
衅隙而已。欲求尽善，必当高蹈太虚”瑏瑡，从而进入一种虚无状态。

（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深化了中国同盟会社会革命的内涵
上文指出，中国同盟会的 “排满”革命本身就是 “政治革命”的 “毕其功于一役”，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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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民：《此之谓共和政府》，载 《新世纪》第８１号，１９０９年１月２３日。

燃：《议院为如何之一物乎》，载 《新世纪》第８１号，１９０９年１月２３日。

民：《续无政府说》，载 《新世纪》第３２号，１９０８年２月１日。

真：《德国之社会党》“按语”，载 《新世纪》第３０号，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８日。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 （续）》，载 《天义》第５卷，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 （续）》，载 《天义》第７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５日。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 （续）》，载 《天义》第５卷，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

何殷震：《女子宣布书》，载 《天义》第１号，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０日。
［俄］苦鲁巴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基础及原理 （续）》，载 《衡报》第６号，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８日。

有学者指出，章太炎主导的 “亚洲和亲会”是仿照 “茹拉同盟”的模式建立的亚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
团体，而刘师培的 《亚洲现势论》一文可视为是该会的 “宣言”。参见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 〈共产党宣
言〉中译文的诞生———以 〈天义〉〈衡报〉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载 《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太炎：《代议然否论》，载 《民报》第２４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 《〈民报〉发刊词》所提出的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
深刻内涵。不过，这里所言的 “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其内涵也仅涉及 “平均地权”或
“土地国有”即经济革命，并希冀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之①。正是 “鉴于同盟会提出了
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任务的补充 （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
（的主张）”②。在这一点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将平等主义特别是经济平
等作为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从而超越了中国同盟会民生主义的经济范畴。

“天义派”在考察欧洲社会主义源流演变的基础上，认为实施民生主义只会造成一种被路
易·勃朗曾斥责为 “伪社会主义”的极其类似法国 “国立工场”的结局，因为这种 “伪社会
主义”的实质是 “欲借国家之力，以均平财产”，而 “今倡土地、财产国有之说者，说非不
善。然不善用之，必致一切利权均为国家所垄断，以蹈法国国立工场之覆辙”③。巧合的是，
这种 “伪社会主义”又极其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汉武帝盐铁专营和王莽恢复王田等改革措施，

因此 “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之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
也”④。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民生主义者主张在推翻满清政府之后要建立新型政府，而
“既有政府，即不啻授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⑤？这是
在忽视对政权的阶级性进行分析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对政府职能的恐惧症。正是出于这个担
忧，章太炎亦指出：“若就民生主义计之，凡法自上定者，偏于拥护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
于拥护富民；今以议院尸其法律，求垄断者唯恐不周，况肯以土田平均相配？”⑥ 他们从中国
历史典籍中找到了区田制后，认为推行此制才是 “中国现今之急务”，奉劝 “世有持民生主义
者，不可不提倡此法”⑦。但是，人们仍旧会问，在政府同样存在的情况，采取分区种田的区
田制，就不会产生 “欲借国家之力，以均平财产”的后果吗？

“新世纪派”成员李石曾在所译 《克若泡特金学说》一文所加写的按语中说：“无政府与
共产，二者相联，欲以政府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者，非伪即误。”⑧ 这是在辨析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对之，褚民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概念
“最为含糊”且 “派头”即流派纷呈，而 “主张共产者，都是无政府党。故无政府党，主张社
会主义实行共产者”，因而 “单说社会主义，是有毛病，因为现在有一般社会党，别名叫得假
社会党，实则作官党”，他们 “以其所倡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之说，最利于多数之贫民，以故
生计界之不得志者，群焉趋之若鹜，几奉为民生之救主，而不悟其足以召乱而蹙国，正孟子
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也”⑨。从而间接批判了中国同盟会民生主义革命纲领。

三、“别筹革命之方”的学理依据

关于 “新世纪”派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学理基础，蔡元培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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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军政府宣言》，载 《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７页。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２页。

申叔：《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载 《天义》第６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申叔：《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载 《天义》第５卷，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

志达：《政府者万恶之源也》，载 《天义》第３卷，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太炎：《代议然否论》，载 《民报》第２４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申叔：《区田考序》，载 《天义》第１６－１９卷合刊，１９０８年３月。

真译：《克若泡特金学说 （虚）》，载 《新世纪》第１６号，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５日。

民：《驳 〈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载 《新世纪》第７２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７日。



括道：“《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 ‘有强权无公理’

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不但提倡政
治革命，也提倡社会革命，学理上以互助论为根据的。”① 也就是说，“新世纪派”是用克鲁泡
特金的 “互助论”来替代严复的 “天演论”作为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事实上，蔡
元培的这个论断同样适合于 “天义派”。《天义》《衡报》不仅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相关作品，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恰是 “天义派”最早明确提出了 “反抗帝国主义”的口号。事实上，这
一口号指向的就是 “天演论”所鼓吹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②，因为它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
提供了 “合理”的学理口实。

“天义派”认为无政府主义 “于学理最为圆满”，其立论之一就是所谓的 “物类互相扶助”

说和 “空间无中心”说等所谓的 “科学”③。在刘师培看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恰具有这两个
特征，因而克氏学说 “于共产无政府主义最为圆满”④。这是因为，第一，互助论可以纠偏进
化论的缺陷。刘师培指出：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斯宾塞、赫胥黎 “误解达氏之旨，以优胜
劣败为公例，故强种欺凌弱种，惨虐频仍，视为分所应然。即一国之中，在上之人亦挟其权
位，以凌贫弱，转目彼等为劣败，扰乱平和，蔑视公理，均赫胥黎诸氏 ‘惟争乃存’一语有
以误之也”。相反，“若明于苦氏互助之说，则竞争者恒劣败，互助者始生存，而强权可以渐
弭矣”。第二，“空间无中心”说可以类推出 “无政府”状态。刘师培说：“若明于苦氏无中心
之说，则政府机关可废，而人人可逃于人治之外”，即进入无政府状态，那时 “必全废资本私
有制度，解放劳动者，易为共同生产之组织。凡生产之物，均为一般社会之自由使用”，即按
照 “自由合意”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总之， “苦氏此等学术，非惟为无政府主义之确证也，

且足破现今学术之根据”⑤。“足破现今学术之根据”自然包括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比如
蒲鲁东和巴枯宁就仅 “凭议论以为独断者也”而不足为凭，而克氏恰 “鉴于仅用演绎论理者
之谬误，复证于事实而求归纳之法”⑥。换言之，按照 “天义派”的解读，克氏无政府主义就
是建立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之上的。按照此逻辑，在为译作 《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加
写的 “按语”中， “天义派”将 “互助论”纳入到社会主义一脉中去考察，认为克氏是对基
德、欧文特别是傅立叶 《四种运动论》所宣扬的互助精神的继承和超越⑦。也就是说，在 “天
义派”看来，“互助”而不是 “竞争”才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新世纪派”不仅视进化论开人类历史一新纪元⑧，而且指出：“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
化而无穷之谓也。”⑨ 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指出进化是 “有顺序而无倒行”的，因此人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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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有学者指出：“与关心严格意义上的生物进化相比，严复更关心进化主义在人类和社会中的普遍适用性。

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在严复的进化主义中打上了烙印”。参见王中江： 《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增补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６页。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载 《天义》第６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申叔：《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载 《天义》第１１／１２卷合册，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申叔：《苦鲁巴特金学术述略 （续）》，载 《天义》第１３／１４卷合刊，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日。

公权：《苦鲁巴特金之特色》，载 《天义》第３卷，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俄］苦鲁巴金：《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载 《天义》第１６－１９卷合刊，１９０８年３月。

李石曾指出：“当世界未有进化学说，人类简单之观念，皆以为世界万物，各由元始之时，一一特别创
造，永不更改；关于人治之一部分，亦遂不能跃出支那孟轲氏之范围，所谓一治一乱，终古循环而已。”参见
［英］华伦西述：《达尔文一百年之纪念日》的按语，载 《新世纪》第８６号，１９０９年２月２７日。

真：《进化与革命》，载 《新世纪》第２０号，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２日。



制度史上 “专制逊于立宪，立宪逊于共和，共和逊于无政府，乃顺序之比较，不外乎进化而

已”①。于是，“自进化学说，成为一科之学，于是影响于较玄之人事者，始确然共信无政府主

义，在此后最近之世界，为较公之真理”②。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或更为确切地说，视进化

等同于进步的观念，是 “新世纪派”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学理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新世

纪派”对 “天义派”的复古思想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典籍中的井田制、许行并耕之说、王莽

新政以及王安石变法等举措 “与共产生义有什么半点瓜葛”！一句话，“均而不匀，等于不均，

故不若共产主义之最善也”，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是共产主义的 “大纲”和信条③。

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 “均平”烙印在 “新世纪派”人士的脑海中依旧，只是不自知而已。

这一点，又与 “天义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刘师培在区分无政府主义流派及其宗旨的基础

上说：“吾等则以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④ 进而从追求绝对平等出发，刘氏设计了 “人类

均力”，即 “以一人而兼众艺”的实施方案，认为 “依此法而行，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

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

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 ‘大道为公’之世耶”⑤？针对这种彻底打破固定分

工的简单设想，署名 “铲平王”的文章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质疑并做了进一步的修正。

“铲平王”指出：无论是巴枯宁还是克鲁泡特金等人， “其权标 ‘无政府’之名者，终难逃有

政府之实”。“有政府之实”是指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治组织，如 “所谓 ‘公民会’、‘公

会’、‘协会’、‘联合会’者，岂非即政府之别名耶”？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均力”的设想难

于付诸实践。针对此， “铲平王”设计了 “平等政府”的方案来纠正之。所谓 “平等政府”，

即 “共产均力、无币无兵、全世界一平等政府”⑥，从而将平等观念进一步推向了极端。

事实上，刘师培的 “人类均力”设想隐藏着一种 “劳动乃人之天性”的理论假说⑦，而
“新世纪派”更是把进化论视为科学公理而不容质疑，二者的实质均是一种变相的 “进化主

义”或 “进化教”思维方式。这是章太炎与刘师培分道扬镳并与吴稚晖交恶的理论认识根源。

为此，章太炎写作了 《五无论》 《俱分进化论》 《四惑论》等文章加以辩解。针对 “劳动者，

人之天性，循其天性而谋进化”的说教，章太炎在 《四惑论》一文中从人的主观评价角度出

发，将 “劳动”一词分解为 “劳”与 “动”，认为 “动者人之天性，劳者非人之天性”，即
“动”是人的自然天性而 “劳”非是，于是 “动至于劳，亦未有不思休息者”，因为 “劳”若
“有之，则父师所督率，生计所驱使云尔”。也就是说，“劳”是外力所迫使然，这多少带有一

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为别人劳动”的 “异化劳动”的意味。继而章太炎又在进一步区分维

持生计的必要劳动与愉悦劳动的基础上，认为 “求进化者，不在行乐之劳，而在求福之劳；

不在掉举之动，而在坚忍之动。若人皆自私其产，斯亦可也”。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

６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１９ 年第１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真：《答骚客书》，载 《新世纪》第２９号，１９０８年１月１１日。

荷兰来稿：《人类原始说》按语部分，载 《新世纪》第３９号，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１日。

民：《驳 〈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载 《新世纪》第７２号，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７日。

申叔：《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 《天义》第４卷，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５日。

申叔：《人类均力说》，载 《天义》第３卷，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铲平王：《世界平等政府谈》，载 《天义》第１３／１４卷合刊，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刘师培在批评 “迫人于苦”对 “人类均力”设想的责难时写道： “况 ‘苦’字之名，与 ‘乐’字为对待，

苦为一己之所独，斯为之苦；若苦为众人之所公，苦外无乐，则苦乐之名已泯，夫何身苦之足云？况好动为人民
之天性，而工作之勤，转足为适其好动之性，则迫人于苦之说非也。”参见申叔：《人类均力说》，载 《天义》第３
卷，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０日。



“欲其忍性就劳，则势所不行”，这是因为 “人之天性，以动为趣，不以劳为趣；以劳而现乐

者为趣，不以劳而求福者为趣”。因而章太炎指出： “若以进化为主义者，事非强制，即无以

使人必行。彼既标举自由，而又预期进化，于是构造一说以诬人曰： ‘劳动者人之天性。’若

是者，正可名进化教耳。”① 换言之，章氏并不简单反对 “进化”而是反对 “进化教”或 “进

化主义”。以此立论，章氏斥责 “新世纪派”鼓吹 “进化者，其迷与求神仙无异”②，主张采取
“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③ 的态度来辩证看待进化学说。这也就是章氏写作
《俱分进化论》一文的主旨所在。

四、结　语

作为晚清后起的一个流派，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辨析无政府革命与同盟会三民主义革命纲

领的异同，其主观目的是探求 “别筹革命之方”，即争夺 “中国向何处去”话语领导权。这种

话语权的争夺却是以辨析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理基础为前提的。然而，在

论争的过程中，各方都暴露了各自理论上的不足，这倒是出乎论争者的意料之外的。

“天义派”服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且将克氏归纳与演绎的研究方法视作为 “科学”本

身，加之自身的国学素养，轻易地将舶来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以及传统文化相比附，

提出了 “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的命题④，

从而滑向了民粹主义的深渊。而 “新世纪派”则坚信 “有进化，无退行”的理念⑤，斥责 “天

义派”的复古思想，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趋势，提出在新世纪与旧世

纪之间有一个 “新旧过渡时代”的命题⑥，从而将无政府主义的实现推向了遥远的未来。“新

世纪派”的这种把进化等同于进步的直线进化观又受到了章太炎的指责，“不悟进化之所以为

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

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从而提出了自己独特

的 “俱分进化论”主张⑦。三方相互攻讦，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导致中国无政府主义群体

分崩离析。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源，除了个人之间的恩怨外，归结到理论上，就是克鲁泡特金

在拿 “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来修正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信奉的 “相互斗争法

则”时⑧，他本身就是 “一名修正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因为，甚至在他谴责别人从自然以及

自然进化里学到的 ‘教诲’时，他自己也向自然以及自然进化寻求 ‘教诲’”⑨。换言之，克鲁

泡特金在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时，仍是机械地将生物界的自然法则简单应用到人类社会发展上，

因而是一种研究方法的简单照搬甚至错用。中国无政府主义鼓吹者各自遇到理论困境的根源，

就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克氏研究方法的错用所带来的理论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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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太炎：《四惑论》，载 《民报》第２２号，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０日。

太炎：《五无论》，载 《民报》第１６号，１９０７年９月２５日。

太炎：《俱分进化论》，载 《民报》第７号，１９０６年９月５日。

震、申叔：《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 《天义》第６卷，１９０７年９月１日。

无政府党分子：《书天义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后》，载 《新世纪》第２４号，１９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
《新世纪之革命》，载 《新世纪》第１号，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

太炎：《俱分进化论》，载 《民报》第７号，１９０６年９月５日。
［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页。
［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８９、３９２页。



客观地说，章氏 “俱分进化论”的提出，已经意识到将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学说应用到人
类社会发展上去是一种方法论错用，并试图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同时在进
化论的影响下又将学理研究的 “求是”与 “致用”彻底剥离开来①，从而在其独特的哲学观领
域进入了 “五无”的虚无世界，而在现实领域却严厉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②，这充分暴露出
其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新世纪派”则在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学说与克鲁泡特金
互助论之间进行调和，强调 “天演之淘汰与自然之进化，皆生存之大道也”③，企图弥合社会
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裂痕④，亦是枉然。“天义派”更是遇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与互助论的冲突，并注意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达尔文学说之间关系的论述⑤，但却
无力解决这一难题，以致武断地判定马克思 “所谓 ‘共产’者，系民主制之共产，非无政府
制之共产。故共产主义渐融于集产主义中，则以既认国家之组织，致财产支配不得不归之于
中心也。由是，共产之良法美意，亦渐失其真。此马氏学说之弊也”⑥，从而放弃了对唯物史
观的进一步引进及研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遇到的这一理论难题，要等到马克思主义特别
是唯物史观大面积传入中国并被国人自觉运用后，才得以解决。

（责任编辑：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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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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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说：“哲学者，有学而无术，故可以求是，不可以致用”。太炎：《规新世纪》，载 《民报》第２４号，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章太炎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情状不相应。……为中国应急之方，言无政府主义，不如言民族主
义也”。太炎：《排满平议》，载 《民报》第２１号，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０日。

民：《无政府说 （续）》，载 《新世纪》第３６号，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９日。
“新世纪派”指出：“近数年来，社会主义倡行几有一日千里之势，今人之反对社会主义者，往往以达尔

文之进化学说为护符。其言曰：社会主义欲藉互助，使人人生存；而达氏则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乃天演之公
理。由此观之，则可知社会党所希望者，皆属理想而不能实行者。冯氏著是书，即以科学之真理辟除今人之谬说，

谓达尔文进化学说，非特不与社会主义冲突，实为社会主义立足之根据。” ［意］冯鲁： 《社会主义与实验科学》，

载 《新世纪》第４５号，１９０８年５月２日。

刘师培指出：“近世言社会主义，必推阐历史事实，研究经济界之变迁，以证资本制度所从生。自马尔克斯
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
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为马氏发见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见生物学，其功不殊，诚
不诬也。”［英］哈因秃曼：《社会主义经济论》，载 《天义》第１６－１９卷合刊 （春季增刊），１９０８年３月。

申叔：《〈共产党宣言〉序》，载 《天义》第１６－１９卷合刊 （春季增刊），１９０８年３月。


